“公务员平替岗”，挤满没能“上岸”的年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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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考公考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，一批未能“上岸”的年轻人，转而将目光投向看似“稳定”的社区社工岗位。从身份定位上，大多数社区工作者既不属于公务员，也不纳入事业编制，在现行行政体系中往往被视作财政供养的“第三类人群”。作为基层治理的“神经末梢”，他们的工作贯穿居民日常的方方面面。然而，“超载”的工作背后，却是偏低的薪酬与有限的晋升空间，不少投身于此的年轻人很快发现，摆在他们面前的，将是一道“去或留”的现实难题。


文｜苏立 何新月
“水涨船高”的社工考试

方晴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笔记本，记录每天的工作日常：处理“接诉即办”案件、通知居民参加活动、写材料、填报表、整理台账……一直到下午5点半之后，社区居民陆续归家，入户走访工作可能才刚开始。真正离开办公室，通常是晚上8点以后。一天时间总是被切分得琐碎，因此需要格外详细的规划。

方晴是一名社区工作者，与我们印象中“闲人马大姐”的形象不一样，她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。成为一名社区社工，是方晴此前从未设想过的道路。2021年，22岁的方晴从某211高校毕业，连续两年考研失利后，于2023年开始正式求职。她很快发现，机会并不像想象中多。

图片
《独自生活的人们》剧照
方晴学的是英语翻译。参照往年情况，作为一所顶尖211高校的毕业生，就业机会理应不少。但疫情后就业门槛水涨船高，英语翻译岗的要求已经变成研究生起步且必须具备专业八级证书，方晴在学历硬门槛上就被“拒之门外”。唯一一次获得面试机会的某私营小企业，在热情聊了一个半小时后也没了回音。方晴也试过考公考编，但英语相关岗位少之又少，最接近“上岸”的一次，在面试时被刷了下来。那段时间，方晴常陷入自我怀疑，“我是不是真的很差？”

有一天，方晴父亲去社区办退休手续，看到一则本区的社工招聘公告。与服务特定群体的“专业社工”不同，“社区社工”指在社区党组织、居委会和服务站中，专职从事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工作人员。招聘公告不限专业和院校，只要求40岁以下、大专以上学历和本市城镇户口。考试通过后与街道（乡镇）签订服务协议。父亲建议她试试。

疫情期间，社区工作者作为基层防控的重要力量，高频地出现在公共话语场，让不少人第一次了解到这一群体。2020年6月发布的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》白皮书指出，中国共计有400万名社区工作者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的防控一线，平均每个社区有6个社区工作者，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群众。尽管在社交媒体上，这一职业常与“低薪、劳累”等词挂钩，但接连受挫后，当时的方晴只想要一份工作，“至少证明自己还没有差到不被社会需要”。

图片
《她的日与夜》剧照
方晴以笔试前三进入面试。在面试现场，她看到，大部分应聘者多在30多岁，以本科学历为主。本刊采访的数位社区工作者，除了方晴这样的应届生，还有来自互联网大厂、外企、教培等行业的转型者，他们大都在经历过职业动荡期，又考公考编失败后，在35岁左右的年龄关口，将“社区社工”作为退路。“虽然社区社工没有编制，但合同到期一般都会续签。基本可以做到退休。”北京市另一位朝阳区社区工作者申甜告诉本刊，“稳定”，是这份工作最吸引她的地方。

申甜2016年进入教培行业，三年后因机构业务调整被裁，“那时教培机构遍地都是，被裁了再找呗。”她回忆，离职后的第二天，就去新公司上班了，月薪还是一万多。然而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，申甜再次被裁后浏览招聘网站，已经今时不同往日，“基本没有工作机会了”。

像方晴一样，申甜也曾尝试考公考编，但均未进过面试。失业的一年多里，她只能自费缴社保，压力大到“整晚失眠”，甚至到了要去医院看精神科的程度。“别说挣多少钱了，有个地儿能给我交社保就行。”抱着这样的心态，申甜将目光转向了社区工作。

图片
《玫瑰的故事》剧照
回头看，方晴和申甜或许赶上了最好的社区工作者报考年份。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，这一年，该区计划招聘3500名社区工作者，实际14816人参与笔试，规模创历年新高。此后尽管招录名额收缩，报名热度却未减少——2024年北京市朝阳区拟招696名社区工作者，报名人数约1.3万人，报录比接近19:1。在长三角某地，有社区党委书记透露，2024年该地区社区岗位报录比已突破100:1，录取分数也比前几年高出十余分。

随着竞争加剧，社区工作者的门槛也水涨船高。公开数据显示，在北京市朝阳区现有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中，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已超70%。入职一年后，方晴听说本区的报考者中已出现研究生，有人甚至花费8万元报名面试培训班。“去年我们这儿还招了一名00后大学生。”她说。

“你一个干居委会的，

能忙成这样？”

工作两年多，方晴几乎没有准点下过班，因为加班太晚赶不上末班地铁而住在单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。本以为女儿找了个清闲去处的父母很是不解，问她，“你一个干居委会的，能忙成这样？”

图片
《故乡别来无恙》剧照
“社区工作就是居委会”，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误解。方晴说，实际上，疫情后随着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强化，社区作为治理“神经末梢”，服务范围已延伸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——从党建治理、养老托育、助残济困到文化体育等等。

方晴所在的社区，既有商住两用公寓楼、商品房小区，又有建于上世纪80年代、没有物业托底的老旧小区，人口结构多元，人员流动大，管理难度大，且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——连同书记在内，包楼小组仅五个工作人员，平均每人负责1-2栋楼，需要服务的居民在280-330户以上。这种“包楼到人”的管理模式被称为“网格化”管理。2004年，网格化管理模式从北京市东城区推广至全国。2013年，该模式被写入党内高级别文件，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治理方向。这一模式助力中国实现了对14亿人口的高效精细管理，也让广大社区工作者承担起更重的责任。

2024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要求优化工作力量配置，各地按照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8人的标准配备。但在实地推进中，部分社区仍面临人手缺口。例如，2024年，西部某省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当地已配备约7000名社区工作者，但仍有1800余人的缺额。而在中部某省，截至2023年底，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对应的社区工作者数量为13.7人。

紧缺的人手却要应对繁重的工作。大到8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服务，小到居民家里马桶堵塞、晚归忘带钥匙等琐碎事务，居民都可能找社区解决。方晴有时感觉自己像“许愿池里的王八”，“群众总觉得你无所不能，啥都能给办了。”

图片
《大山的女儿》剧照
除网格服务外，方晴还负责社区的“接诉即办”业务。这是北京市2019年起推行的一项基层治理机制，依托12345热线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，2021年起推广至全国。接诉即办要求“首接负责”，社区作为“首接”部门，接到投诉后，能解决的要就地解决，需要跨部门协调的，就“吹哨”联合处理。有的社区最多时一天能收到六七十个工单，需要所有社工齐上阵，加班到凌晨1-2点。

在本刊采访中，每个做过“接诉即办”的社区工作者都有吐不完的苦水。程功是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工作者，2022年，36岁的他经历大厂裁员后转入这行。程功所在社区位于北京市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之一，要服务近6000户居民，平均每天至少处理5条“接诉即办”工单。谁家漏水了、邻里吵起来了、公共设施坏了，还有半夜找不到开锁的急事儿，居民只要拨打12345，社区都要立马协助处理。他们有个专门处理非诉即办业务的工作群。工单一发进来，社工就要去处理，“一般二十分钟内就要响应，凌晨两三点处理工单的情况都有。”

今年，程功所在小区一起电动车电池起火事故后，有媒体报道质疑“充电桩与居民楼之间的距离不足4米，不符合消防规范”，社区因此受到批评。“不在楼下建（充电桩），居民把电池扛上楼充，不是更危险吗？”程功感到无奈，“（报道）轻易就否定了我们全部的工作。”程功说，那是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小区，早于1998年消防法的出台，因此小区当年建设规划时并没有预留符合当前标准的消防空间。但是随着电动车普及，充电桩建设成为居民硬需求。社区当时也是协调各方，费了不少唾沫，才终于争取到一块合适的空地。结果那家媒体报道后，本就对建充电桩有意见的居民连续拨打12345投诉，居民的不理解与反复的安抚工作让程功和同事们感到筋疲力尽。

图片
《九部检察官》剧照
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，形容的就是社区工作者大部分时候面临的处境。“社区能够腾挪的资源和空间非常有限。”方晴说，社区工作者更多时候只是“吹哨者”，问题是否可以解决、如何解决、多久能解决，往往不在他们控制范围内，但居民的不理解常常转化为对社区工作者的埋怨。不合理的诉求可以申请“剔件”，但写说明、找依据，就得花去大半天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居民的投诉问题没解决，可能会给社区扣分，后续街道会被扣分，影响街道排名。”社区工作者李文述告诉本刊记者。

令人头疼的，还有各类形式主义工作。“今天填完的表格，过两天又要重新填写；按要求统计完小区老年人装电梯意愿后，又没有任何后续工作”。李文述向本刊吐槽，前阵子街道要求提交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方案，李文述绞尽脑汁，写得天花乱坠，但场地如何申请、建设哪些设施，都是空中楼阁，“实际没有任何的配套资金和支撑性材料”。 

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沛在《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》中提到，“本应作为‘基层服务者’的社区工作者，在实际工作中常扮演‘行政末梢’角色。”双重身份要求下，社区工作者既要执行“对上”的行政任务，又要应对“对下”的居民诉求，这种工作事务的交织导致一些社区工作者“职责超载”。

难以留下的年轻人

与超载的工作量相比，社区工作者的薪资水平却显得相对有限。以北京市为例，社区工作者的基本待遇，包括基本工资、职务年限补贴、奖金和其他待遇四部分。疫情之前，每月工资到手4000-5000元。尽管2023年经历过一轮调薪，但也仅有6000-7000元——在全国范围内虽属中等偏上，但在这座大城市，依然难言宽裕。

图片
《跳槽的魔王大人》剧照
李文述2022年大学毕业，作为社区里最年轻的工作人员，和同事们相比，她的生活处境明显不同。“不少同事本身并不缺钱，比如有30多岁从大厂转过来的，之前在大厂工作10年攒了几十万，来社区只是想改变生活方式，不需要考虑未来发展。”李文述在北京虽然没有房贷、车贷，每月还能攒下一点钱，但这份“够用”仅能维持眼下基本生活，长远看工资涨幅也极小，“工龄工资每年只涨50元”。作为独生子女，她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。“他们没什么积蓄，没法给我太多支持”，想到未来结婚、生子等大事，这份薪资就显得远远不够了。

李文述有点后悔一毕业就进入社区社工，“应该先在外面闯荡几年，实在不行再来”。在她看来，社区工作虽然稳定，但前景有限，工作内容也与市场需求脱节，未来想转行都难。

“在身份定位上，大部分社区工作者既非公务员又非事业编人员，在现行行政体系中属于财政供养的‘第三类人群’，致使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职业发展存在障碍。”周沛指出，这种障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：一是职业薪资待遇的吸引力较低。部分地区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。二是存在职业晋升的“玻璃屏障”。 

目前，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晋升主要依赖四条路径：考公、考编、在社区内部晋升或通过政策渠道转入事业编制。2024年发布的《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》明确，要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招录（聘）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力度。对任职满一定年限、表现突出的社区党组织书记，可择优聘为事业编制人员；特别优秀的，可择优调任或通过换届选举进入街道（乡镇）领导班子。但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我们，由于直通名额有限，真正能走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。

图片
《小巷人家》剧照
“较低的职业薪资标准与受限的职业晋升渠道，导致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吸引力与认同感偏低。”周沛说，在这种局面下，个别初次就业的青年社区工作者往往将社区工作视为“职业跳板”，职业投入程度不高。

申甜和李文述仍在准备考公，“我计划考到35岁，一定要上岸”，李文述语气坚定。但失去应届生身份后，上岸变得愈发艰难，“大部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，我只能从极少数岗位里挑选，竞争会翻好几倍”。

方晴则选择继续留在社区。两年多的历练，让她从琐碎的基层工作中寻得了职业价值。今年，方晴还收到一面锦旗，来自一位社区阿姨。当时，这位阿姨洗澡时突遭停水，情急之下与物业发生争执，一度升级至报警的地步。次日，阿姨仍愤懑难平，拨打了12345投诉。方晴作为接诉即办负责人，在电话里耐心调解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让阿姨情绪缓和，纠纷得以化解。

 “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像大家的情绪创可贴。”方晴向本刊分享工作心得，“居民常常带着情绪来，我们需要先提供情绪价值，一旦把对方的心结打开，事儿也就好办了。”性格中的“高敏感”，曾让方晴容易内耗，如今反而能帮她敏锐觉察居民情绪变化。大学时的语言专业训练，也让她能更准确地把握对方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。

图片
《大山的女儿》剧照
她也从工作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我成长，“以前在父母眼中，我就是个只会读书的‘乖乖女’，现在我也能帮家里解决实际问题了。”有一次，大晚上电灯坏了，父母都不知道该找谁，“我说交给我，我会修。”

今年初，方晴被提拔为社区副职。既然打算长期从事社区工作，她计划有机会再提升下学历，往社会学方向深造，丰富下基层服务的理论知识。
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社区工作者均为化名。）
